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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国家现代化建设
思想与实践的贡献

曹应旺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贯彻和拓展毛泽东“四面八方”和“论十大关系”思想，就怎样进行国家建

设，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道”“民本”“躬行”观念，为研究解决工业规模与

农业基础相适应、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艰辛探索。在经济、水

利和“上天”、外交、卫生等领域，周恩来对理论、实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重要探索。根本上看，周恩来

对在国家建设指导思想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艰辛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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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曾将人类文明进步划分为“酋长

也、君主也、民主也、大同也”四个阶段，表达了

“相跻于大同之境”“大同之世以共趋”的追求，

提出“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

同理想的事情”。[1](pp.86、150、224、334)这表明，周恩来

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周

恩来回顾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时曾说：

“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

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

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

说动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

     作者：曹应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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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过。”[2](p.446)这表明，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在理论根基上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大同”

的真理。在具体工作中，周恩来强调“要采取

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3](pp.65、17)在中国革命

历程中，周恩来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与他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

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通过民族形式表达出来

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

理，长达 26年 3个月之久。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现代化建设始终是摆在周恩来面前的最大

课题。在指导思想上，周恩来对如何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发

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艰辛

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对国家

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前夜，毛泽东在香山提出了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

方针，即从“四面八方”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

方针。“四面八方”方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再生

产理论同当时中国“四面八方”关系具体实际

的结合，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务本”观

念和关于矛盾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的观念。

毛泽东提出“四面八方”方针后，周恩来当

即进行宣讲，推动贯彻执行。1949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周恩来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决

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我们要维持和发展生

产，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整顿城市生产，而且要

使城乡不对立”“毛主席最近给大家讲的四面

八方的问题：工人方面要解决劳资问题，要劳

资两利；解决公家问题要照顾到私人，公私兼

顾；刚才所讲的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我

们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个本。解决劳资问题，

就是为了工人得利，同时也要使资本家生产有

利润。假设资本家垮了台，工人也就失了业，

这样对工人也不利，为了工人也要解决资本家

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他

说：“生产的关键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所提出来

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劳资关系、公私关系、

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要解决生产问题，就要

了解这个政策”。 [4](pp.9、6、9、10)周恩来对“四面八

方”方针的解释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强调

“本”，即恢复与发展生产。这个“本”解决好

了，处理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内外

关系才有基础；解决不好，“四面八方”都会受

影响。“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是根本理

论，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务本”观念。

二是强调了“统一性”：使对立统一的“四面八

方”中的统一性占主导，避免对立性占主导。

此后，“四面八方”方针载入由毛泽东主

导、周恩来主持起草和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成为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

“约法三章”的重要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贯彻落实“四面八方”方针。1949年12月下

旬，周恩来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

务会议人员讲话，阐述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

经济的几种关系时，不仅阐明了对城乡关系、

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

下关系的认识，而且结合毛泽东“军队向前进，

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导

思想，阐明了对整体与局部、军事与建设、恢复

与发展、经济与财政关系等的认识，从而将“四

面八方”方针具体化。这篇讲话提出“做好工

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农业的恢复是一

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

没有办法”“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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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工业领导农

业”“要以农业为基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进一步丰富了“四面八

方”的“务本”和重视“同一性”的思想。周恩来

指出：“我们从抗战以来的经验中研究出一个

比例”“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约四百斤粮

食，交给公家八十斤，按军队每人每年开支四

千斤粮食计算，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

家人。如果合乎这个比例就正好，超过就困难

些。”[3](pp.2、5、7、8、9、13、5)这体现了在国家建设中把马

克思主义按比例发展的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智慧，要求以“多难兴邦”的精神对待

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困难，以“防止两种偏向”

的方法处理各种关系，以“开源节流”的观念处

理经济与财政、增收与节支的关系，体现了在

新中国建设中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智慧，更拓展了“四面八方”方针所体现的指导

思想的内容。

三个多月后，周恩来就处理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中的关系再次强调：《共同纲领》规定的

“四面八方”的方针“是我们处理和对待各方面

关系的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合

作必须遵循的原则”。[5](p.162)他在阐明要处理好

工农关系、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内外贸易关系

的同时，提出要处理好党派关系、民族关系、领

导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四面八方”方

针的内容。

1956年 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

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是在研究和吸取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要求搞好中国

建设的新形势下，对“四面八方”方针的丰富和

发展。从提出“四面八方”方针到形成《论十大

关系》，反映出毛泽东和当时其他中共中央领

导人，对经济建设方针到整个国家建设方针由

浅入深、由重点到全面的探索过程。总理国务

的周恩来站在处理方方面面关系的第一线，对

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

几种关系的认识，不仅对拓展和具体化“四面

八方”方针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毛泽东“十大关

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前

曾提出“第二次结合”。1956年3月中旬至4月

初，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

过程中，毛泽东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

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

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

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p.9)

《论十大关系》正是在探索进行“第二次结合”

中形成的，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思

想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同中国建设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探索，也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欲要取之，必先予之”等观念的具体运用。例

如，关于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矛盾，毛

泽东指出：“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

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

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

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

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

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

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7](p.25)

之后，周恩来迅即在不同场合、会议上对

《论十大关系》加以传达、阐释和发挥，特别是

将其中体现的“第二次结合”思想看成解决问

题的钥匙，予以高度重视。1956年 7月 15日，

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和公安厅

局长联席会议上介绍“十大关系”思想并阐释

道：你要搞更多的重工业，就要更多地发展轻

工业和农业；你要真正地去建设内地工业基

地，就要很好地发展沿海工业；你要加强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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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你就要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你要集体

利益更发展，你就要适当地照顾个人利益；你

要巩固中央的集中领导，你就适当地分权给地

方；你要达到全国人民团结的目的，你就要加

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党外群众、各民主党派合

作，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你要使我们的工作做

得更好，少犯错误，你就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

正错误；你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就要更好地改

造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你要巩固我们社会

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扩大工人阶级

的和平的统一战线，孤立美国好战集团。[8](p.599)

周恩来认为，“第二次结合”绝不是轻而易

举就能结合得好：“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

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

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

的倾向中不断努力。”[4](p.338)后来的曲折发展，证

明了这一难能可贵的预见。此后，周恩来仍多

次强调坚持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在反冒进

斗争和主持国民经济调整中为探索“第二次结

合”，运用“中道”“民本”“躬行”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解决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

进行了艰辛探索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

很快觉察到高指标和“一平二调”的错误，因此

他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包括从这两

方面出发的自我批评，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对周

恩来、陈云等人反冒进的肯定。毛泽东写道：

“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

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

余地，多么好啊！”[9](pp.214-215)

反冒进，首先是反对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7年年度计划、远景规划的高指标与“提前

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急躁冒进。这方面冒进是

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

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推动起来的。由此，

反对高指标上的冒进，又伴随着反对生产关系

上的冒进。1960年秋，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调

整国民经济。从这时起直至“文化大革命”后

期，周恩来总理国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吸取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教训，调整失衡的国民

经济比例关系，调整过“左”的所有制和分配关

系，维护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保证生产关系

与生产力相适应。

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周恩来对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

实际相结合，进行了艰辛探索，突出体现在以

下两方面。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

遵守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整个国民经济按比

例发展法则，从我国生产力水平和国力条件出

发，纠正经济建设不按比例、不求平衡、盲目冒

进的错误，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国力条件的最大

实际是依靠人力、手工。周恩来指出：“这样一

个农业的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

设工业，就有困难。”在这样困难的基础上，“我

们现在对于积累与消费比例的问题，轻工业与

重工业比例的问题，农业与工业比例的问题，

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问题，都没有能够很好

地解决”。这是周恩来批评冒进倾向的判断基

础，也是周恩来支持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

相适应”的认识基础。1956年上半年，周恩来

针对十二年远景规划和年度计划指标订得过

高，批评道：“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

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pp.347、348、252)在同年9月党

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

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应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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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

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

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以重

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

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

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同

年 11 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又提出

党的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规定的指

标还需要往下退一退：“上不去，就不能勉

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

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

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

了自己。”[3](pp.218、226、234)

大跃进中“青壮炼铁去，割禾童与姑”，国民

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粮食短缺问题最为突出。

周恩来、陈云主持国民经济调整，首先要

解决吃饭问题，使工业规模与农业基础相适

应。陈云提出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要进行“伤

筋动骨”的调整，周恩来支持道：“可以写一副

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

横批是综合平衡。”[10](p.210)周恩来这一指导思想

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形成的。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

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

的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

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

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

现形式。”。马克思还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

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①

周恩来根据中国当时农业没有过关的实际指

出：“按马克思的观点来说，集中的一句话就是

农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给城市，就能够办多

大的工业”。后来他又指出：“现在的农业基础

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在这样的农

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

整。”[4](pp.421、488、489)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党中央和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变工业

化目标为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目

标，把农业现代化放在第一位，重视科技现代

化的关键作用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平衡。

这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后来我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

本原理，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

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周恩来、陈云反冒进的内容之一是要求正

确认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

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生产、实现国

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冷静分析“三大改造”的

高潮，大胆纠正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错误做法。1956年初，在周恩来支持下，陈

云主持起草的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

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对私营工商业

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采取了

适当限制的措施。2月 8日，在讨论《决定（草

案）》时，周恩来指出：“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

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

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

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

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

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

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

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社会主义不是仅表现在生产关系上，更重要

的是表现在生产力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8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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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国家工业

化是主体，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两翼，两翼不能脱离主体。

对此，周恩来指出：“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

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

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这之后，周恩

来又指出：“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

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

节。”党的八大会议上，陈云提出了“三个主

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构想。周恩来支

持这种构想，在后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

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

活一点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

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太死

了不行”。[4](pp.251、252、253、350-351)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

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平二调”的“共产

风”极大伤害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这是造成

粮食紧张和经济困难的政策原因。

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依据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

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超越生产力

的生产关系同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一样，

都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要纠正“共产

风”，明确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调动农民的

劳动积极性，以尽快恢复农业。1960 年 11 月

16日，周恩来提出调整十大关系，包括调整国

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这方面存在问题不少，

主要是大集体侵占小集体利益，集体侵占个人

的劳动所得，对群众必需的生活资料照顾不

够。”他要求明确所有制，认为“共产风”“把所

有制搞乱了”“农村的‘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大

集体共小集体，集体共个人”。1961 年 5 月 7
日，周恩来把在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研究掌握

的情况向毛泽东电话汇报，谈到社员在公共食

堂问题上，“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

给制”，并指出：“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

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

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只有这样，才

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4](pp.414、415、435-436)1962
年1月20日，周恩来建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

上的报告，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

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

周恩来还提出，个体所有制问题（自留地、家庭

副业），补写几句较好。

1965 年我国粮食达到 3891 亿斤，恢复到

1957年水平并略有超过。农村经济能很快恢

复起来，国民经济调整能较快地取得成效，与

重视综合平衡、纠正“共产风”调整农村生产关

系有极大关系。

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周恩来在探

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对运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道”“民本”“躬行”等观念解决当

时问题，也进行了艰辛探索。

第一，周恩来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

始终体现着反对极端主义和狂想主义，运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用、中时、戒慎恐惧等“中

道”观念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

义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私有制

必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时，又阐明了“两

个决不会”原理。对于这样的理论，周恩来重

视用不走极端、“求其中道，而为我所用”去表

达；重视用因时制宜、反对“揠苗助长”去表达；

重视用“戒慎恐惧”去表达。他一次次强调“水

到渠成”“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和“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礼记·中庸》)
1962年5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

中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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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

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

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

不得，丝毫大意不得。”[3](pp.409-410)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中遇到的最大威胁是不讲实际的“揠苗助

长”。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重大挫折根本原因

也可以归结为这一点。1963年7月22日，周恩

来说：“要学历史，有许多历史经验可以汲取，

我们的民族有许多优良传统，应该很好地发

扬。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历史唯物

主义，更好地认识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把马

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

起来，形成中国的发展道路。”[11](p.458)1965年8月

28日，周恩来说：现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农业稳

定的没有一个。 [12]这些反映了周恩来探求社

会主义“中道”的迫切心情。

第二，周恩来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

始终强调对人民负责和为人民服务，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民本”观念。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是为人类幸福

而工作的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

观念要求在处理“民与神”“民与国”特别是“民

与君”的关系上，都把“民”放于根本的位置。

《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

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民本”观念与

人民理论是相通的。周恩来对《十五贯》的运

用，是自然而然地将二者融通起来的代表。他

说：“《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

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3](p.199)周恩来

认为政府管理者当再大的“官”都是人民的公

仆，总理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周恩来胸前一

直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像章。他在总理国

务中如他新中国成立前发誓的那样，像条牛一

样，“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13](p.241)

第三，周恩来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

始终重视努力奋斗，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

践性，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讷于言敏

于行”等“躬行”观念。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强调解释世界

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践才能解决问题；认为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

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

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的愚公移山、大禹

治水、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精卫填海、女娲补

天等故事，颂扬的都是肯干实干、不畏劳苦的

奋斗精神。周恩来总理国务重视努力奋斗，指

出：“理想必须从现实的努力奋斗中才能实现”

“只要奋斗，就有出路；不奋斗，就无法生存”

“决定性的条件是自己奋斗。”[11](pp.393、153)周恩来

认为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贪图享受，就不可能

克服困难建设好国家。他对国家干部说：“生

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

那就错了；应该是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

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4](p.220)周恩来既强调说

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也用孟子的“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鼓励干部成为克服困难的

奋斗者。“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周恩

来喜欢毛泽东的这句诗，还向尼克松解释过。

如这句诗的境界那样，周恩来是一位只求奉献

不求索取、泽及后世的奋斗者。

三、对理论、实际与传统文化的

关系进行了重要探索

周恩来处在总理国务的第一线，始终重视

从理论、实际、传统文化关系角度推动经济工

作特别是农业生产、“上天”和水利工作、外交

和卫生工作。

在经济工作层面，周恩来叮嘱主管经济工

作的余秋里、谷牧：“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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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

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

还能闹什么革命？”[14](p.43)他循着国民经济调整

中探索指导思想所形成的认识，要求职工人

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和货币发行都要合乎

比例。周恩来经常谈到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

产力水平。办农业是国营农场的经济形式好

还是合作社的经济形式好？1970年 8月 3日，

周恩来对来访外宾说，过早办国营农场不好，

不如先搞合作社。1970年 11月 1日，他说，十

月革命后半个世纪过去了，苏联农业是落后

的；搞农业应注意苏联的经验教训。养猪是集

体养好还是私人养好？周恩来也有一个明确

的意见。1970年11月1日，他批评忽视个人养

猪，猪的头数曾下降过。他说：掌握政策很重

要，掌握政策不稳就会引起摇摆。对粮食征购

问题，毛泽东根据“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传

统观念，提出要吸取“高征购”的教训，要藏

粮于民。 [15](p.428)周恩来积极贯彻毛泽东的主

张，提出“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

好”。 [4](p.610)1975年粮食达到5690亿斤，比1965
年增长了 1799亿斤。“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

和农村基本稳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全国的

稳定局面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党和国家也就不

可能通过自身调节渡过危机、迎来新局面。

在“上天”和水利工作层面，1972 年 11 月

21 日，周恩来回顾自己担任总理的经历时意

味深长地说：“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

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16](p.564)

“上天”，指的就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

端科技。

周恩来担任中央专委会主任之后，对科

技界说：“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有过许多发明，

为什么到现代就不能有所发明呢？后来居

上，我们是应该超过自己的祖先的。”[4](p.504)氢

弹能搞成功、卫星能上天，得来不易，与周恩

来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

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密切相关。张爱萍说：

“恩来同志的这个精神深深地刻在国防科技

战线每个人的心上，成为工作准则和从胜利

到胜利的重要保证。”[14](p.102)“两弹一星”的研制

关系到人民生命和人民承受的负担。周恩来

经常想的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必须做到

万无一失；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

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这十

六字方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科学

性，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和

“戒慎恐惧”的观念。

任何朝代均以能否治水来衡量是否能得

民心。周恩来不仅年年关注防洪防旱，而且

直接过问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改建和长江葛洲

坝工程的修建。1972年11月8日、9日、21日，

周恩来三次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汇报会，解

决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8日汇报会上，周

恩来说，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马虎不

得，马虎一点马上出问题，是关系人民生命财

产的问题，怎么能得过且过。21日汇报会上，

周恩来又说，水利至少有 3000年经验，这是科

学的事。都江堰总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

造！两千年前有水平，2000年后我们应更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抓水利工作，同样

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科学性，也体现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和“戒慎恐惧”

观念。

在外交和卫生工作层面，周恩来向外宾介

绍过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

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礼尚往

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等等。周

恩来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

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

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17](pp.327-328)这些思

想体现着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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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原则。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

交正常化带来的外交新局面，与周恩来主管外

交工作坚持和发展这些原则密切相关。在欢

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恩来说：“我们希望，通

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

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

有一个新的开始。”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会上，

周恩来说：“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

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

能够实现。”[17](pp.493、495)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同当时外交工作的实际的结合，也体现了中

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观念。

中医有着数千年历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对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重要作用。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高度重视中医在为人民服务

和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

就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将西方医

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1](pp.693-694)毛泽东认

为中国有几千年中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吸收

西医的长处，“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

学的”。 [18](p.258)对此，1969 年 8 月周恩来指出：

“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

前”。 [11](p.726)后来，周恩来又提出：“使中西医融

汇贯通，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逐步

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19](p.308)在中西医结合

方面，周恩来还特别重视中医“治未病”，即“预

防为主”观念的传承。20 世纪 70 年代初，他

说：“河南有句俗话：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

开口。我看还是以预防为主好。”[19](p.313)“文化大

革命”期间，针灸、中医药、赤脚医生都有一些

发展。周恩来在具体领导卫生工作时，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科学性，也体现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民本”和预防为主的观念。周

恩来这些认识，在中西医相结合、传统中医药

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西医中国化等

方面，为后人的接续探索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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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Establishing the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of the Studies of New China History: Studying the Essenc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

ping’’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Xi Jin-ping’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Dec. 8, 2022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f New China history 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PRC history to 
further enhance their competence and play more social roles. For researchers of PRC history, thoroughly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essenc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congratulatory letter should be reflected in both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academic work. The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studies of New China history as a basic and emerging discipline is to establish its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with the purpose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three systems”. We should keep a firm foothold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attributes of PRC history, base 
ourselves on the current positioning as a sub-discipline of Chinese history, concentrate on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takings of researching, publicizing and teaching New China history, and active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s of the studies of New China history 
as advisor, educator and guardian, so as to contribute th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the workers in the field of PRC history to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Zhu Jia-mu)
Promoting the Unity and Struggle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mong All Ethnic Groups：：Unswervingly following the correct 
path of solving ethnic iss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CPC’s ethnic work in its over one-hundred-year 
history. At present,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joint struggle of all ethnic groups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socialist country. In response t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sistency and divers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undertakings, and adhere to “the unity and struggle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we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the “two major situations”,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and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areas in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ir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e should also be highly vigilant against the ideological infiltration by Western forces into 
China’s ethnic areas, an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ir immunity to infiltration and combat power against secessionism. (Zhong Ying)
On Upholding the People-First View of History, Values and Methodology：：The “six unshakable principles” are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s well as the stance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that run through it.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defines the tenet that “we must put the people first” at the top of 
the “six unshakable principle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s century-long struggle, the tenet that “we must put the people 
first” innovates and inherits the Party’s mass line and boasts ri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The magnificent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the CPC’s 
innovative theory in the new era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people-first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people-first values, and the 
people-first leadership methodology. Recognizing these aspects is conducive to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grasping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in Xi Jin-ping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Xi Jie-ren)
Enhancing Socialist Patriotism within the Family as the Basis: Studying Extracts from Xi Jin-ping’’s Elaboration on Family,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Style Building：：The family has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sentiment of family and 
country is their special complex.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has 
made a series of overa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ultivating patriotism.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speciall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style building, vigorously 
promoting socialist patriotis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hina to build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Socialist 
patriotism,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family and country as well as the great and continu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nifests the collectivist principle of loving family, loving country and loving socialism as its core. To promote socialist patriotism, the family is 
the bas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people are the main force that plays a key role. We should focus on four major groups, namely children, 
youngsters, housewives, and cadres, so as to continually build up a foundation of cultural strength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Zhu Hui)
Zhou En-lai’’s Thoughts and Exploration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China’s Modernization is the unremitting pursuit of gener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 long-cherished wish of Zhou En-lai, the founding premier of new China. Since his adolescence, Zhou En-lai has 
harbored the ambition of “studying for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ream of “meeting when China soars in the world”.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e put forward the goal of “modernizing the country with great effort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Zhou En-lai, together with Mao 
Ze-dong and others, set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ng all aspects of modernization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and initiated the “two-step” arrangement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which established the CPC’s tradition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socialist country through strategic planning.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oal of modernization, Zhou En-lai also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specific ideas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re would be n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oday but for the 
pioneering exploration led by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other Chinese communists. (Yang Ming-wei)
Zhou En-lai’’s Contributions to Exploring the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Modernization：：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Zhou En-lai, in 
implementing and expanding Mao Ze-dong’s ideas of “Eight Sides in Four Aspects” and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preliminarily 
explored the guiding thought of how to carry out nation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opposing rash advance and adjusting national economy, 
Zhou En-lai appli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theory that productive forces determine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linked them 
with the concepts of “sticking to the mean”, “people as the basis of the state”, and “practising in person” among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e conducted arduous exploration of guiding though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dapting the scale of industry with the basis of agricultur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in ownership and distribution with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water conservancy, space probing, 
diplomacy and public health, Zhou En-lai made important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practic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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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uiding thought, Zhou En-lai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ainstaking exploration of how to combin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concrete reality and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o Ying-wang)
The CPC’’s Leading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Party Logic：： There is a solid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basis for Marxist political 
parties to lead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latecomer and catch-up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is common for political parties to lead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especially in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socialist system establish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n political parties 
can maximize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country.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modern political-party-based state is determined b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nature of modern China.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PC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 advantageous system of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ver the economy.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it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to continual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CPC’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 leading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accelera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promote its major breakthroughs, and lay a soun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 Peng)
What to Investigate and for Whom to Speak: An Analysis of the Knowledge Basis of the CPC’’s Early Surveys and Researches：：The 
formation of the knowledge basis of the CPC’s surveys and researches stems from not only the spread of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but also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and China’s concrete reality. The elements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s 
in the social survey movement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ich were based on social facts and statistical principles, provided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for the CPC's early surveys and researches. In the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Chinese 
society with Marxism, the CPC members gradually formed the intellectual attitud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intellectual standpoint of 
speaking for the toiling masses, the intellectual method of making good use of class analysis,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entation of emphasi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lear epistemological basis, distinctive intellectual stance, fruitful intellectual methodology, and 
profound intellectual concern demonstrated in the CPC’s early surveys and researches are still of great benefit to the current call for the whole 
Party to vigorously promote surveys and researches i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Li Ya-ding)
Mao Ze-dong’’s Financial Thought: Essential Connotations and Realistic Implications：：In the long-term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nd 
construction, Mao Ze-dong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financial issues, guided the practice of financial work, and put forward many insights which 
stood the test of the revolution and practice. Nowadays, the historical wisdom contained in his financial thought can still provide a wealth of 
inspirations, including the need to highlight the people-oriented nature,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ver financial work, the need to adhere to the nationalization of large banks, the need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need to follow the laws of finance and currency and maintain financial stability.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connotations of Mao 
Ze-dong’s financial thought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great profundity of Mao Ze-dong thought. (Wan Li-ming)
Mao Ze-dong’’s Great-Party Awareness and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 the Yan’’an Period：：The CPC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wa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 party nationwide, and Mao Ze-dong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roblems paid heed to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requirements in the stage, and solemnly proposed to promote party construction as a great project. He advocated that party 
construction should be closely linked to the Party’s political line; as the party grows from infancy to maturity,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should be formed in order to formulate a correct political line;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correct political line; as the power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creases,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masses, follow the mass line, and resolutely oppose the Party’s stereotyped writing, 
bureaucracy and formalism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correct political line.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Mao Ze-dong’s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great-party awarenes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nowadays 
solving problems unique to the CPC as a large party. (Ding Xiao-qiang, Fang Xi)
Mao Ze-dong on the ““Struggle”” of Chinese Communists: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Value Implications：：In Mao Ze-dong’s view,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ere committed to the social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society, nature and themselves, which entailed struggles to “transform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superstructure”, to “fight against nature and transform China”, and to maintain the Party’s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through self-reform. Mao Ze-dong stressed that work equaled struggle and required a “spirit of struggle”, which mainly consisted of struggle 
awareness, the courage to struggle, the confidence to struggle, and valiant striving. He regarded daring to struggle and being good at struggle as the 
unity of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pointed out that the correct policy and strategy of struggle was crucial to the Party,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principles, requirements and methods of being good at struggle. (Yang Jun)
New Progress i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the New Era：：Scientific socialism is one of the three basic components 
of Marxism. The real establishment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s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in China started on the ev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isciplin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China has flourished in its establishment and acted 
effectively in its development. Especially since the new era, the discipline in China has made a series of new advances through solid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basic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the construction of degree programs and societies, and the research on related 
issues. On the new journey, we must continually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make efforts to highlight its 
strengths, make up for weaknesses, expand prospects, and optimize the system. (Kang Xiao-qiang)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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